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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中的氯苯甲醚类化合物（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ＣＡｓ）主要来自于氯酚类化合物及其他结构相似的氯代烃． 在我国洞

庭湖血吸虫疫区，五氯酚作为灭螺剂施放对周围环境造成了 ＣＡｓ 污染． 运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方法测定洞庭湖支流（澧
水、藕池河和沱江）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并分析其分布特征与生态风险． 结果显示：（１）水体是 ＣＡｓ 的主要赋存介

质． 三支流表层水中 ＣＡｓ 体现出显著差异性，污染水平由大到小为澧水＞藕池河＞沱江，三者总 ＣＡｓ 浓度分别为１８．９４、８．８３
和 ４．１４ ｎｇ ／ Ｌ；在 ３ 支流中沉积物中的总 ＣＡｓ 无明显差异，分别为 ２．８６、３．６１ 和 ４．０７ ｎｇ ／ ｇ． （２）澧水表层水和沉积物中高氯

取代 ＣＡｓ（三氯苯甲醚、四氯苯甲醚和五氯苯甲醚）为主要污染物（分别占 ７３．７５％ 和 ６８．８９％ ）；藕池河表层水中低氯取代

ＣＡｓ（一氯苯甲醚和二氯苯甲醚）占比相对较高（４８．５９％ ），而沉积物中以高氯取代 ＣＡｓ 为主（９３．３８％ ）；沱江表层水和沉

积物中占比较高的 ＣＡｓ 为一氯苯甲醚，分别占 ２８．２６％和 ７５．５６％ ． （３）空间分布上，从上游到下游澧水表层水中 ＣＡｓ 浓度

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而沉积物中呈上升趋势；藕池河表层水中 ＣＡｓ 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沉积物中无明显变化趋势；沱
江表层水和沉积物中一氯苯甲醚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他 ＣＡｓ 有波动但无明显趋势． （４）研究区水中的五氯苯甲醚浓度远

低于报道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五氯苯甲醚急性半数致死浓度，目前不会对水生生物造成太大影响，但其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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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 ａｎｄ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Ｄ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Ｏ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 （ｂｏｔｈ， ４８．５９％ ），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ＴＣＡ， ＴｅＣＡ ａｎｄ ＰＣ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９３．３８％ ）； Ｔｈｅ Ｃ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Ｊ
ｗｅ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２８．２６％ ａｎｄ ７５．５６％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Ｆｒｏｍ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ｔｏ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 Ｃ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Ｌ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Ｏ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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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ｒｏ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 ｈａ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４） ＰＣ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５０％ ｌｅｔｈ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ｓｏ ｆ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Ｃ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氯苯甲醚类化合物（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ＣＡｓ）是由不同个数氯取代茴香醚苯环上的氢而形成的，共包含 １９ 种

化合物，按氯取代个数可分为一氯苯甲醚（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ＣＡ）、二氯苯甲醚（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ＤＣＡ）、三氯苯甲

醚（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ＴＣＡ）、四氯苯甲醚（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ＴｅＣＡ）和五氯苯甲醚（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ＰＣＡ） ［１］ ．
例如葡萄酒和饮用水中普遍存在和亟待去除的嗅味物质（如 ２，４，６⁃ＴＣＡ），以及具有远距离迁移属性的持久

性有机物 ＰＣＡ． 环境中 ＣＡｓ 主要来自于氯酚类化合物（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ｓ，ＣＰｓ）及其他与 ＣＡｓ 结构相似的氯代烃

（如六氯苯、林丹和五氯硝基苯等） ［１］ ． 特别是五氯酚（ＰＣＰ）曾被长期作为灭藻剂、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和

木材防腐剂等被施放到环境中［２⁃３］ ．
目前，ＰＣＰ 与 ＰＣＡ 已被斯德哥尔摩公约列为优先控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其具有持久性、难降解和可

远距离迁移的特点． 实地条件下 ＰＣＰ 会发生甲基化作用形成 ＰＣＡ，并且 ＰＣＰ 和 ＰＣＡ 都会渗入到沉积物中

并累积［３⁃４］ ；二者均有肝毒性、致癌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和生殖毒性［３］ ，易沿食物链富集，在脂肪等生物组

织中积累［５］ ，最终可能会对水生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３，６］ ． 在地表水、沉积物、水生生物、松针、土壤、空
气中均能检测到 ＰＣＡ［２，７⁃８］ ，由于存在较大毒性，ＰＣＡ 环境风险较其他 ＣＡｓ 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环境中的

ＰＣＰ 会转化为氯化程度较低的 ＣＰｓ 和 ＣＡｓ，如一氯苯酚、二氯苯酚、三氯苯酚、四氯苯酚、ＴｅＣＡ 和 ＰＣＡ［９⁃１０］ ．
由于缺乏已知的人为来源，通常认为 ＰＣＰ 的微生物甲基化是环境中 ＰＣＡ 的唯一来源［３，８］ ． 而在有氧环境下，
真菌可以将 ＣＰｓ 甲基化为 ＣＡｓ［１０⁃１１］ ；另有研究表明，在厌氧条件下，ＰＣＡ 会经过脱甲基作用形成 ＰＣＰ ［１２］ ． 另

外，饮用水消毒过程也会产生 ＣＡｓ． ２⁃ＣＡ、４⁃ＣＡ、２，４⁃ＤＣＡ、２，６⁃ＤＣＡ、２，３，６⁃ＴＣＡ 和 ２，３，４，６⁃ＴｅＣＡ 等具有土霉

味，是影响葡萄酒质量、引起饮用水嗅味事件和造成空气嗅味污染的物质． ＣＡｓ 研究主要集中于葡萄

酒［１３⁃１５］ 、饮用水［１６⁃１８］和空气［５，１９⁃２０］中的污染，而对于水环境中的 ＣＡｓ 研究较为欠缺．
湖泊是地表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供水、调蓄、渔业、旅游和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物质循环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湖泊还是许多有毒有害物质的重要蓄积库及二次污染源［５，１９⁃２０］ ． 洞庭湖处于湖南省北部

长江中游荆江南岸，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２１］ ，也曾是血吸虫重要的滋生繁殖地，历史上血吸虫病流行的重灾

区［２２］ ． 自 １９５０ｓ 开始，我国大量使用 ＰＣＰ 来遏制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传播，谭大等［２３］报道 ２００３ 年湖南是我国

钉螺面积最大的省份，环洞庭湖区的岳阳、常德和益阳是全国四大 ＰＣＰ 消费城市；益阳市血吸虫病流行村个

数占湖南省的 ２８％ ，ＰＣＰ 消费量占全国消费量的 ９．８９％ ． 益阳市南县是历史上典型的血吸虫病疫区，洞庭湖

支流澧水、藕池河和沱江流经南县汇入洞庭湖． 目前，该区域的 ＰＣＰ 浓度接近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对 ＰＣＰ 的标准限值，其潜在的污染风险不可忽视［１０］ ． ＰＣＰ 的施放对水生环境与人类健康

危害极大，现虽已停用但其影响仍在持续，目前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１０，２４⁃２５］ ，而对于其降解转化造成

的 ＣＡｓ 污染却鲜有研究．
本研究以南县澧水、藕池河、沱江和内河为研究区，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ＧＣ⁃ＭＳ）技术测定分析研究区表层水与沉积物 ＣＡｓ 的赋存状况，讨论空间分布特征及区域 ＣＡｓ
的污染风险，以期为保护当地居民用水安全、维护洞庭湖水域生态健康与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和样品采集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是典型的血吸虫病湖沼型流行区，为湖南省 ６ 个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县之一，茅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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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处在湘、资、沅、澧、赤磊洪道、藕池西支和沱江这七大水系交汇处，澧水、藕池河和沱江是位于该区的主要

洞庭湖支流． 该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温度 １６～ １８℃，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 ｍｍ［２６］ ． 澧

水发源于湖南省桑植县杉木界，流域内降水量年内变化大，暴雨径流量大，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广大中下游

区植被稀少，荒山迹地，生态效益低下，是湖南省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之一［２６⁃２７］ ． 藕池河由长江藕池口发源，分
化为东中西三支，河道淤塞萎缩快，行洪能力差；断流时间长，两岸用水矛盾突出［２８］ ． 沱江属季节性河流，每
年只有 ６ ８ 月涨水时才能通航，１０ 月至翌年 ４ 月份基本断流，河泥沙淤积严重．

图 １ 采样点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样品采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枯水期），在洞庭湖

的 ３ 条支流和内河布设了 ４５ 个采样点（图 １），其
中，澧水（ＬＳ）布设 １２ 个采样点，藕池河（ＯＣＨ） １１
个采样点，沱江（ＴＪ）１９ 个采样点，内河（ＮＨ）３ 个采

样点． 每个采样点取水面以下 ５ ｃｍ 处水样 ４００ ｍＬ，
采集表层 ０～５ ｃｍ 的沉积物 ４００ ｇ，每个采样点采集

样品后均放入装有冰块的保温箱中快速运回实验

室． 水样使用 ０．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过滤，除去藻类和

细菌，使水样更稳定，放入 ４℃的冷藏室进行保存．
１．２ 试剂与仪器

甲醇、正己烷、丙酮均为农残级（ Ｊ． Ｔ． Ｂａｋｅｒ 公

司，ＵＳＡ）；氯化钠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使用前置于 ４００℃的马弗炉中 ２ ｈ，然后放

于干燥器中密闭保存、备用；无水硫酸钠为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使用前置于 ６００℃的

马弗炉中 ６ ｈ，然后放于干燥器中密闭保存、备用）；
超纯水（经 ＭＩＬＬＩＱ 系统纯化，电阻率为 １８．２ ＭΩ·
ｃｍ）；１２ 种 ＣＡｓ 标准品（纯度≥９８％ ，Ｄｒ．Ｅｈｒｅｎｓｔｏｒｆｅｒ
公司，Ｇｅｒｍａｎｙ）；萃取头（８５ μｍ 羧乙基 ／ 聚二甲基

硅氧烷，Ｓｕｐｅｌｃｏ 公司，ＵＳＡ）；硅藻 （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ＵＳＡ）；活化硅胶（Ｍｅｒｃｋ，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Ｇｅｒｍａｎｙ，使用

前置于 ５５０℃的马弗炉中 ６ ｈ，然后于干燥器中密闭

保存、备用）．
马弗炉（余姚市亚星仪器表有限公司）；ＰＣ⁃

４２０Ｄ⁃数字型磁力加热搅拌装置 （ Ｃｏｒｎｉｎｇ 公司，
ＵＳＡ）；１５ ｍＬ 固相微萃取专用样品瓶（Ｓｕｐｅｌｃｏ 公司，ＵＳＡ）；气相色谱 质谱仪（６８９０ＧＣ ／ ５９７５ＭＳ，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
司，ＵＳＡ）；色谱柱 ＤＢ⁃５ＭＳ（３０ ｍ×２５０ μｍ×０．２５ μｍ，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ＵＳＡ），加速溶剂萃取仪（３００，ＤＩＯＮＥＸ，
ＵＳＡ）；旋转浓缩仪（ＬＡＢＯＲＯＴＡ ４０００，Ｈｅｉｄｏｌｐｈ 公司，Ｇｅｒｍａｎｙ）；冷冻干燥机（Ａｌｐｈａ ２⁃４，Ｃｈｒｉｓｔ 公司，Ｇｅｒｍａ⁃
ｎｙ）；氮吹仪（Ｎ⁃ＥＶＡＰ⁃１２，Ｏｒｇａｎｏｍａｔｉｏｎ 公司，ＵＳＡ）．
１．３ 样品预处理

取 １０ ｍＬ 地表水样品，用磁力搅拌装置进行升温，转速为 １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待水浴温度达到恒定 ８０℃时，用
顶空固相微萃取法进行萃取，萃取时间为 ４０ ｍｉｎ，设置搅拌速度 １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萃取后立即转移至气相色谱

质谱仪检测．
每个沉积物称重 ０．３ ｋｇ，除去大的颗粒物和植物后，经冷冻干燥处理，研磨过 ２００ 目筛备用． 准确称取

１０ ｇ 过筛沉积物样品和足量硅藻到加速溶剂萃取仪进行萃取，萃取溶剂为正己烷和丙酮（１ ∶１，Ｖ ／ Ｖ）． 萃取

完成后，于旋转浓缩仪中旋转蒸发至３～５ ｍＬ，过活化硅胶小柱，用 ２０ ｍＬ 正己烷洗脱，洗脱液旋转蒸发至 ３～
５ ｍＬ，用氮吹仪氮吹至近干，用甲醇清洗定容后待 ＧＣ⁃ＭＳ 检测．



６４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１．４ ＧＣ⁃ＭＳ 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仪采取无分流进样方式，使用 ＤＢ⁃５ＭＳ 毛细管柱，载气为氦气；恒流 １．５ ｍＬ ／ ｍｉｎ；进样时

间：２ ｍｉｎ；进样口温度：３００℃；检测器温度：２８０℃；程序升温：初始温度 ５０℃，保持 １ ｍｉｎ，５℃ ／ ｍｉｎ 升温至

１８０℃，保持 １ ｍｉｎ，２０℃ ／ ｍｉｎ 升温至 ２８５℃ ． 采用 ＳＩＭ 模式下无分流进样方式进行检测，电子轰击源（ＥＩ）；电
子能量为 ７０ ｅＶ；离子源温度为 ２３０℃；传输杆温度为 ２５０℃；溶剂延迟：９ ｍｉｎ；总离子扫描（ＴＩＣ）质量数范围

为：９０～３００ ｍ ／ ｚ；扫描时间为 ９．０～３３．２５ ｍｉｎ．
１．５ 质量保证与控制

排除背景干扰：玻璃器皿依次用洗漆剂、重铬酸钾洗液浸泡，用自来水、去离子水漂洗，再用供箱烘干，
使用前分别用甲醇、丙酮、二氯甲烷润洗． 每 １０ 个样品添加一个溶剂空白和程序空白，避免背景污染．

标准曲线与检出限：运用外标法定量，水样标准曲线质量浓度梯度为 １、５、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ｎｇ ／ Ｌ，沉积物标准

曲线含量梯度为 ５、１０、６２．５、１２５、２５０、５００ 和 １０００ ｎｇ ／ ｇ． 样品的最低检测限（ＬＯＤ）以 ３ 倍信噪比（Ｓ ／ Ｎ）计算

得到［２９］ ，水样方法检出限小于 ０．１９ ｎｇ ／ Ｌ，沉积物样品方法检出限小于 ０．０９ ｎｇ ／ ｇ，线性复相关系数均满足 ｒ２＞
０．９８（表 １）．

表 １ １２ 种 ＣＡｓ 化合物的检出限与加标回收率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２ ＣＡｓ

ＣＡｓ

表层水 沉积物

检出限 ／
（ｎｇ ／ Ｌ）

加标浓度 ／
（ｎｇ ／ Ｌ）

平均回收率 ／
％

相对标准
偏差 ／ ％

检出限 ／
（ｎｇ ／ ｇ）

加标含量 ／
（ｎｇ ／ ｇ）

平均回收率 ／
％

相对标准
偏差 ／ ％

３⁃ＣＡ ０．１２０ １０ １０７．７ １０．７ ０．０５１ ５０ ９８．８ ２．７
５０ １０１．０ ０．５ ５００ ９５．６ ３．９

４⁃ＣＡ ０．１２５ １０ １１５．１ ７．６ ０．０２６ ５０ ９６．６ ３．７
５０ ９５．６ ４．１ ５００ ９４．６ １１．６

２⁃ＣＡ ０．１２９ １０ ９５．５ ９．０ ０．０４６ ５０ ９６．３ ０．６
５０ ９７．８ ３．３ ５００ ９７．６ １１．３

２，６⁃ＤＣＡ ０．０７４ １０ １００．９ １３．０ ０．０５６ ５０ ９０．３ ４．６
５０ ９９．９ ０．５ ５００ ９０．６ １４．８

３，５⁃ＤＣＡ ０．０６８ １０ １０３．８ ８．０ ０．０６７ ５０ １０６．６ ６．２
５０ １０１．５ １．９ ５００ ９３．９ １２．１

２，４⁃ＤＣＡ ０．０６４ １０ １０３．０ ９．５ ０．０５５ ５０ １０２．１ ２．０
５０ ９８．２ ３．０ ５００ ９３．７ １４．６

２，３⁃ＤＣＡ ０．０５７ １０ １０２．４ ９．３ ０．０４４ ５０ ９７．８１ ４．０
５０ ９９．８ ０．５ ５００ ９４．１ １０．２

２，４，６⁃ＴＣＡ ０．１８５ １０ １０３．５ ８．３ ０．０３７ ５０ ９２．１ ３．６
５０ １００．１ ０．３ ５００ ９５．１ １３．８

２，３，６⁃ＴＣＡ ０．１３２ １０ １０５．５ ７．１ ０．０８８ ５０ ９４．９ １．６
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５ ５００ ９１．３ １５．３

２，３，４⁃ＴＣＡ ０．１０６ １０ １０３．７ １．６ ０．０４５ ５０ ９０．７ １．６
５０ １１３．８ ０．７ ５００ ８９．８ １１．６

２，３，５，６⁃ＴｅＣＡ ０．０８６ １０ ９９．３ １１．３ ０．０４０ ５０ ９０．９ ４．２
５０ ９８．７ ０．３ ５００ ８８．７ １５．７

ＰＣＡ ０．０４５ １０ １０１．４ ２．６ ０．０７６ ５０ ９４．８ ２．４
５０ １１２．３ １．９ ５００ ８７．７ １６．９

　 　 准确度和精密度：为保证方法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实验过程中进行了加标回收率实验． 依据样品加标回

收率原理，配置两种不同含量的 ＣＡｓ 混合标准样（水样为 １０ 和 ５０ ｎｇ ／ Ｌ，沉积物样品为 ５０ 和 ５００ ｎｇ ／ ｇ）进行

回收率实验，每个水平重复 ６ 次． 表层水的加标回收率实验中，回收率范围为 ９５．５％ ～１１５．１％ ，相对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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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１４％ ；沉积物的实验中，回收率范围为 ８７．７％ ～１０６．６％ ，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 １７％ （表 １）．
１．６ 数据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分析软件对 ４５ 个采样点检测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 软件进行绘图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整体 ＣＡｓ 浓度分布特征

为了便于分析，将 ＣＡｓ 按氯原子取代数分为 ＣＡ、ＤＣＡ、ＴＣＡ、ＴｅＣＡ 和 ＰＣＡ． 表 ２ 中总结了各采样点表层

水与沉积物中不同 ＣＡｓ 的范围、平均值、标准差和检出率． 在澧水、藕池河、沱江河采样点的表层水和沉积物

中均能检测出 ＣＡｓ． 本研究将各支流的五类 ＣＡｓ 的平均浓度的加和视为该支流的总 ＣＡｓ 浓度． 从整体上看，
澧水、藕池河和沱江表层水中总 ＣＡｓ 分别为 １８．９４、８．８３ 和 ４．１４ ｎｇ ／ Ｌ，澧水表层水中总 ＣＡｓ 高出藕池河两倍

之多；３ 条河流沉积物中 ＣＡｓ 分别为 ２．８６、３．６１ 和 ４．０７ ｎｇ ／ ｇ．

表 ２ 洞庭湖各支流 ＣＡｓ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采样
区域

ＣＡｓ

表层水 沉积物

范围 ／
（ｎｇ ／ Ｌ）

平均值 ／
（ｎｇ ／ Ｌ）

检出率 ／
％

范围 ／
（ｎｇ ／ ｇ）

平均值 ／
（ｎｇ ／ ｇ）

检出率 ／
％

澧水 ＣＡ １．３６～２．８９ ２．２２±０．４８ １００．０ ＮＤ～０．６１ ０．３４±０．２６ ７５．０
（ｎ＝ １２） ＤＣＡ ０．４１～７．０５ ２．７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 ＮＤ～１．０３ ０．５５±０．３６ ７５．０

ＴＣＡ １．８４～９．９０ ５．８７±２．５３ １００．０ ０．２４～１．０８ ０．６９±０．２３ １００．０
ＴｅＣＡ １．７８～５．８２ ４．０２±１．２３ １００．０ ＮＤ～１．５６ ０．５２±０．５６ ７５．０
ＰＣＡ １．５２～９．６３ ４．０８±２．３９ １００．０ ＮＤ～２．６０ ０．７６±０．９７ ８３．３

藕池河 ＣＡ ０．９４～３．３７ ２．４１±０．６８ １００．０ ＮＤ～０．４５ ０．１０±０．１７ ２５．０
（ｎ＝ １１） ＤＣＡ ０．７６～４．７１ １．８８±１．０９ １００．０ ＮＤ～１．０８ ０．１４±０．３４ １６．７

ＴＣＡ ０．２１～３．７５ １．５８±１．０９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５．７０ １．１７±１．６９ １００．０
ＴｅＣＡ ０．３９～３．５１ １．５６±１．１６ １００．０ ０．２１～４．８２ ０．９６±１．４０ １００．０
ＰＣＡ ０．１８～３．７４ １．４０±１．２２ １００．０ ０．１６～８．１３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００．０

沱江 ＣＡ ０．１６～２．９２ １．１７±０．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２０～９．７２ ２．２８±２．２６ １００．０
（ｎ＝ １９） ＤＣＡ ０．１５～１．５９ ０．７１±０．４８ １００．０ ０．２２～１．９９ ０．７９±０．４７ １００．０

ＴＣＡ ＮＤ～１．８２ ０．６５±０．６７ ６８．４ ＮＤ～０．７８ ０．３３±０．２９ ６３．２
ＴｅＣＡ ＮＤ～１．６３ ０．６１±０．６６ ５７．９ ＮＤ～０．６３ ０．２０±０．１８ ６８．４
ＰＣＡ ０．２２～１．９５ ０．８９±０．５２ １００．０ ＮＤ～３．８３ ０．４７±０．８３ ８４．２

ＮＤ 指在检出限以下．

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 ３）可知，表层水中不同氯取代个数 ＣＡｓ 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Ｐ＜
０．０５），沉积物中仅有部分 ＣＡｓ 间（ＣＡ 与 ＤＣＡ、ＤＣＡ 与 ＰＡＣ、ＴＣＡ 与 ＴｅＣＡ、ＴＣＡ 与 ＰＣＡ 和 ＴｅＣＡ 与 ＰＣＡ）存
在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 这表明表层水中不同氯取代个数 ＣＡｓ 间存在相互影响，而沉积物中高氯取代

ＣＡｓ（ＴＣＡ、ＴｅＣＡ 和 ＰＣＡ）之间的相互联系较强，而高氯与低氯取代（ＣＡ 和 ＤＣＡ）之间的相互联系较弱．
通过 ＡＮＯＶＡ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最小显著性差异法（ＬＳＤ）检验（表 ４）可知，３ 条河流表层水的 ＣＡｓ 浓

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０＜０．０５），而沉积物 ＣＡｓ 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 ０．６８＞０．０５） ． 这说明，３
条河流的沉积物总 ＣＡｓ 仍处于同一污染水平；而各支流表层水总 ＣＡｓ 则体现出不同水平的污染程度，澧水

表层水 ＣＡｓ 浓度最高，其受污染最严重． 吴正勇等［１０］对本区域酚类化合物的研究表明，澧水中 ＰＣＰ 的浓度

均为 ３ 条河流最高，考虑 ＣＡｓ 与 ＰＣＰ 的转化关系，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正勇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为了解研究区 ＣＡｓ 的总体分布，我们依据 ３ 条支流所有采样点表层水和沉积物的 ＣＡｓ，通过 Ｋ 平均值

聚类分析将 ４２ 个样点分为 ５ 类（图 ２，表 ５）． 第 １ 类仅包含 １ 个样点（ＯＣＨ９），其特点为表层水中的 ＣＡｓ 浓

度相对较低，主要为 ＣＡ；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含量相对较高，以高氯取代的 ＣＡｓ 为主，尤其是 ＰＣＡ． 研究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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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的采样点聚集至第 ２ 类，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均相对较少，其中 ＣＡ 贡献较高，整体上 ＣＡｓ 污染程

度相对较低． 第 ３ 类分布在藕池河和澧水下游，其特点为：表层水 ＣＡｓ 浓度相对处于中高水平，各 ＣＡｓ 贡献

较为平均；沉积物 ＣＡｓ 含量相对较低，而以高氯取代的 ＣＡｓ 为主． 而第 ４ 类主要分布在澧水上游，特点为表

层水 ＣＡｓ 浓度相对较高，以高氯取代的 ＣＡｓ 为主；沉积物 ＣＡｓ 含量相对较低，各类 ＣＡｓ 贡献较为平均． 约

４３％的采样点聚集至第 ３、４ 类，其表层水 ＣＡｓ 污染程度相对均较高而沉积物 ＣＡｓ 污染较低． 第 ５ 类仅包含

ＴＪ９，其表层水 ＣＡｓ 浓度相对处于中低水平，ＣＡ 的贡献较高；沉积物 ＣＡｓ 含量相对较高，主要为 ＣＡ． 可见，表
层水 ＣＡｓ 浓度高的点位个数比沉积物的多，表明研究区 ＣＡｓ 污染的主要表现为表层水污染，水体是污染物

的主要赋存介质．

表 ３ 不同氯取代个数 ＣＡｓ 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

介质 ＣＡｓ ＣＡ ＤＣＡ ＴＣＡ ＴｅＣＡ ＰＣＡ

表层水 ＣＡ １
ＤＣＡ ０．６０３１） １
ＴＣＡ ０．５３４１） ０．７７６１） １
ＴｅＣＡ ０．５５６１） ０．６５０１） ０．８８１１） １
ＰＣＡ ０．５０４１） ０．６９８１） ０．８５１１） ０．８０１１） １

沉积物 ＣＡ １
ＤＣＡ ０．７７１１） １
ＴＣＡ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７ １
ＴｅＣＡ －０．１０７ ０．２３２ ０．９１６１） １
ＰＣＡ －０．０５０ ０．３０４２） ０．８００１） ０．８４０１） １

１）为 Ｐ＜０．０１，２）为 Ｐ＜０．０５．

表 ４ 不同支流 ＣＡｓ 间的 ＬＳＤ 检验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ＳＤ） ｍｅｔｈｏｄ

介质 支流（Ｉ） 支流（Ｊ） 平均差异（Ｉ－Ｊ） 标准差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表层水 ＬＳ ＯＣＨ １０．１１２１） １．９３１ ０．０００ ６．２０６ １４．０１８
ＴＪ １４．９１３１） １．７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６４ １８．３６４

ＯＣＨ ＬＳ －１０．１１２１） １．９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８ －６．２０６
ＴＪ ４．８０２１） １．７５３ ０．００９ １．２５７ ８．３４７

ＴＪ ＬＳ －１４．９１４１） １．７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３６４ －１１．４６４
ＯＣＨ －４．８０２１） １．７５３ ０．００９ －８．３４７ －１．２５７

沉积物 ＬＳ ＯＣＨ －０．７４６ １．５６４ ０．６３６ －３．９０９ ２．４１８
ＴＪ －１．２０２ １．３８２ ０．３８９ －３．９９７ １．５９２

ＯＣＨ ＬＳ ０．７４６ １．５６４ ０．６３６ －２．４１８ ３．９０９
ＴＪ －０．４５８ １．４２０ ０．７４９ －３．３２８ ２．４１５

ＴＪ ＬＳ １．２０２ １．３８２ ０．３８９ －１．５９２ ３．９９７
ＯＣＨ ０．４５７ １．４２０ ０．７４９ －２．４１５ ３．３２８

１）平均值差异在 ０．０５ 层级显著．

２．２ 各支流 ＣＡｓ 浓度分布特征

澧水表层水中不同 ＣＡｓ 均能被检出，各个采样点的高氯取代 ＣＡｓ 浓度较高，三者共占总 ＣＡｓ 浓度的

７３．７５％ ，其中 ＴＣＡ 平均浓度最高． 沉积物中，仅 ＴＣＡ 检出率达到 １００％ ；高氯取代 ＣＡｓ 共占总量的 ６８．８９％ ，
其中 ＰＣＡ 平均含量最高． 澧水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污染物均以高氯取代 ＣＡｓ 为主（图 ３）． ＴＣＡ 是水中

土霉味的主要来源，其嗅阈值小于 ４ ｎｇ ／ Ｌ［１］ ，澧水表层水中的 ＴＣＡ 浓度接近或超过该值，其造成的水体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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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所有采样点最终聚集中心

Ｔａｂ．５ Ｆｉｎ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介质 ＣＡｓ
聚类

１ ２ ３ ４ ５

表层水 ／ ＣＡ ２．０８ １．２７ ２．２５ ２．５９ ２．９２
（ｎｇ ／ Ｌ） ＤＣＡ ０．７６ ０．７９ ２．０７ ３．７８ １．４８

ＴＣＡ ０．５２ ０．７１ ３．０８ ７．８３ ０．１９
ＴｅＣＡ ０．６５ ０．５８ ２．７５ ４．８８ １．２８
ＰＣＡ ０．３０ ０．７８ ２．２２ ５．９４ １．４７

沉积物 ／ ＣＡ ０．００ １．５６ ０．２８ ０．２０ ９．７２
（ｎｇ ／ ｇ） ＤＣＡ １．０８ ０．５９ ０．４０ ０．３８ １．９９

ＴＣＡ ５．７０ ０．３６ ０．７６ ０．７０ ０．５１
ＴｅＣＡ ４．８２ ０．２４ ０．６９ ０．２７ ０．６３
ＰＣＡ ８．１３ ０．４７ ０．７７ ０．５８ ０．５６

图 ２ 采样点聚类分布

Ｆｉｇ．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污染需要引起重视．
藕池河中不同 ＣＡｓ 均能被检出，各个采样点表

层水中 ＣＡ 浓度最高，占比为 ２７．２７％ ，ＤＣＡ 次之，占
比为２１．３３％ ；高氯 ＣＡｓ 共占总浓度的 ５１．４１％ ． 沉积物

中除 ＯＣＨ８、ＯＣＨ９ 样点之外，各 ＣＡｓ 含量均＜１ ｎｇ ／ ｇ，
ＣＡ、ＤＣＡ 检出率较低，高氯取代 ＣＡｓ 检出率均为

１００％ ，三者含量较高，共占比高达 ９３．３８％ ． 可见，藕
池河表层水中的 ＣＡｓ 污染物以低氯取代 ＣＡｓ 占比较

高（图 ３），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污染物以高氯取代 ＣＡｓ
占比较高． 结合澧水采样点分析可知，随着氯原子数

目的增加，由于 ＣＡｓ 的蒸气压降低，沸点升高，辛醇

水分配系数增大，亲脂性随之升高且水溶性降低［５］ ，
化合物被分配到沉积物的趋势也随之增加［３０］ ．

沱江各个采样点表层水中检出率为 １００％ 的污

染物为 ＣＡ、 ＤＣＡ 和 ＰＣＡ，其中 ＣＡ 占比最高，达

２８．２６％ ，超出其他 ＣＡｓ 浓度的 ３０％ ～ ８０％ ；高氯 ＣＡｓ
占 ５４．５５％ ． 沉积物中 ＣＡ 占比最高，达 ５６．１８％ ；高氯

ＣＡｓ 占２４．４４％ ． 可以看出 ＣＡ 是沱江表层水和沉积物

中的主要污染物（图 ３）． 在沱江表层水与沉积物中，
ＣＡ 均最高，其可能原因有二：（１）沱江 ＰＣＰ 使用较

少、浓度较低，高氯 ＣＡｓ 已逐渐降解为低氯 ＣＡｓ；（２）
沱江可能存在其他 ＣＡ 的污染源．

内河采样点较少，ＣＡｓ 检出率也较低． 内河表层

水中仅 ＮＨ１ 采样点检测到 ＰＣＡ 的存在，浓度为

０．３１ ｎｇ ／ Ｌ． 内河沉积物中 ＣＡ、ＤＣＡ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１．５８ 和 ０．７５ ｎｇ ／ ｇ，高氯取代 ＣＡｓ 很少检测到，仅 ＮＨ２ 采样点检测到 ２，３，６⁃ＴＣＡ ０．０５ ｎｇ ／ ｇ，ＮＨ１ 采样点检测

到 ＰＣＡ ０．３５ ｎｇ ／ ｇ． ＮＨ１～ＮＨ３ 采样点的 ＣＡ 和 ＤＣＡ 含量都有上升，ＮＨ３ 采样点为内河排污口，可以推断该河

流 ＣＡｓ 污染来自排污口排放的污水． 研究表明，当饮用水中出现苯甲醚时，苯甲酸和氯发生反应生成 ＣＡ、
ＤＣＡ、ＴＣＡ［３０］ ． 因此，内河 ＣＡｓ 可能来自于 ＰＣＰ 的降解以及居民用水中苯甲醚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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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条支流表层水（ａ）和沉积物（ｂ）中 ＣＡｓ 组成及占比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ｂ）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２．３ 各支流 ＣＡｓ 空间分布特征

２．３．１ 表层水　 从上游至下游，澧水和藕池河的表层水中 ＣＡｓ 浓度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图 ４ａ１，４ｂ１）． 澧水

上游采样点 ＬＳ１～ＬＳ４ 以及藕池河上游采样点 ＯＣＨ１、ＯＣＨ２ 的河道狭窄，水流速度快，不易于悬浮物沉降；下
游河道变宽，水流速度相对减慢，水量变大，水中的污染物得到了稀释；而且水流减慢有利于悬浮物沉降，因
此污染物在下游由表层水向沉积物中转移［３０］ ．

而由于沱江表层水中 ＣＡｓ 浓度较低，并且采样时间为枯水期，水流流速慢，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从上游

到下游表层水各 ＣＡｓ（ＣＡ 除外）浓度有波动但无明显趋势，仅 ＣＡ 浓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河道中可能存在

ＣＡ 的污染源（图 ４ｃ１）． 采样点 ＴＪ１９ 位于沱江洞庭湖交汇口，有研究表明在干旱季节河流底流流速较高，并
且有河水倒灌的影响，河口附近的区域在干旱季节有机氯农药累积的风险较高［３１］ ．
２．３．２ 沉积物　 澧水沉积物中 ＣＡｓ 有上升的趋势（图 ４ａ２）． ＬＳ２～ ＬＳ４ 采样点 ＣＡｓ 总含量较低，基本只有 ＴＣＡ．
ＬＳ２～ ＬＳ４ 样点处在澧水下游的沙洲（再西洲）的东侧，该段河道较窄，水流速度较快，不利于污染物沉积［３２］ ．
ＬＳ７、ＬＳ８ 和 ＬＳ１１ 样点 ＰＣＡ 含量较高，这两个样点位于八角山村，居民人口较周围区域多，为了防治人畜感

染血吸虫病，曾大量施用含 ＰＣＰ 农药［１０］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ＬＳ１０～ ＬＳ１２ 样点南边是南嘴镇，可能曾施放

过 ＰＣＰ；并且位于河道转弯处，ＬＳ１２ 样点靠近茅草街大桥，污染物易随泥沙在该处沉积，因此沉积物中 ＣＡｓ
含量也较高［３３］ ．

藕池河沉积物中，除 ＯＣＨ８、ＯＣＨ９ 样点之外，从上游到下游各 ＣＡｓ 含量无明显变化趋势，且均小于 １ ｎｇ ／
ｇ（图 ４ｂ２）． ＯＣＨ８、ＯＣＨ９ 样点沉积物中污染物浓度较高，尤其是高氯 ＣＡｓ，说明该处可能存在污染源． ＯＣＨ８
样点（茅草街大桥）、ＯＣＨ９ 样点（拓普造纸厂）的 ＣＡｓ 含量远高于周围其他点，于 ＯＣＨ９ 样点处达到峰值，说
明该点是一个 ＣＡｓ 污染源． 其沉积物中高浓度 ＣＡｓ 可能主要由造纸厂施用的 ＰＣＰ 木材防腐剂等降解产物

进入沉积物造成的［３］ ． ＯＣＨ８ 样点 ＣＡｓ 含量较高，一方面可能因为 ＯＣＨ９ 样点污染物的扩散，另一方面因为

茅草街大桥具一定的阻碍作用［３４］ ，导致水流变慢，易于污染物沉积．
沱江沉积物中各 ＣＡｓ（ＣＡ 除外）含量从上游到下游有波动但无明显趋势，和表层水变化较为一致（图

４ｃ２）． 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可知，沱江表层水与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呈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相关系数为

０．５３８． 这可能与沱江枯水期多断流、水流流速较慢有关，该条件有利于污染物在固液两相间的分配达到平

衡［３５］ ． 入水口淤泥、积沙的环境为钉螺的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更好地消灭钉螺，大量使用含有 ＰＣＰ
的农药灭螺；同时水中携带大量的污染物随泥沙在此聚集，也是出水口 ＣＡｓ 浓度较高的原因［３６⁃ ３７］ ． 在沱江

表层水与沉积物中，ＣＡ 浓度均为最高，其可能原因为：（１）沱江 ＰＣＰ 使用较少，水和沉积物中 ＰＣＰ 原始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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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１０］ ，高氯 ＣＡｓ 已逐渐降解为低氯 ＣＡｓ；（２）沱江可能存在其他 ＣＡ 污染源．
综上所述，沉积物中各 ＣＡｓ 含量的空间变化在三支流间差异较大，可能受到河道自然形状和沿岸人类

活动类型的影响．

图 ４ 三条支流表层水和沉积物中 ＣＡｓ 分布特征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２．４ ＰＣＡ 赋存状况与生态风险

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区域表层水和沉积物中 ＣＡｓ 的赋存现状，将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对

比． 由于国内外关于环境中的 ＣＡｓ 报道较少，由于 ＰＣＡ 是 ＣＡｓ 中毒性最强、环境风险最大的物质，有一些研

究报道了 ＰＣＡ 的环境浓度，但数量有限（表 ６）． 其中，本研究澧水表层水中的 ＰＣＡ 浓度水平高于我国长江

地区和瑞典 Ｓｔｅｎｕｎｇｓｕｎｄ 地区，藕池河和沱江表层水中的 ＰＣＡ 浓度水平与瑞典 Ｓｔｅｎｕｎｇｓｕｎｄ 地区的研究相

近；由于美国 Ｌｅａｒｙ Ｗｅｂｅｒ Ｄｉｔｃｈ 和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ｒｅｅｋ 地区属于农业集水区，距离污染源较近，且距离 ＰＣＰ 释放的

时间较短，ＰＣＡ 浓度远高于本研究以及其他研究的报道． 藕池河沉积物中的 ＰＣＡ 最大含量 ８．１３ ｎｇ ／ ｇ 为所有

地区中最高的，美国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Ｒｉｖｅｒ 的 ７．４ ｎｇ ／ ｇ 位居第二，我国沱江和澧水沉积物中的 ＰＣＡ 含量低于美国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Ｒｉｖｅｒ，略高于我国黄海、长江以及瑞典和埃及等地． 本研究与其他研究可能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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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但从整体上看本研究区 ＰＣＡ 的赋存量处于普通水平．

表 ６ 国内外水体与沉积物中 ＰＣＡ 的比较

Ｔａｂ．６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ＣＡ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采样介质 采样年份 研究区域 ＰＣＡ 文献

水 ／ （ｎｇ ／ Ｌ） ２０１６ 澧水，中国 １．５２～９．６３ 本研究

２０１６ 藕池河，中国 ０．１８～３．７４ 本研究

２０１６ 沱江，中国 ０．３０～１．９５ 本研究

２００８ Ｌｅａｒｙ Ｗｅｂｅｒ Ｄｉｔｃｈ，美国 ２９０ ［３８］
２００８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ｒｅｅｋ，美国 ４８ ［３８］
２０００ Ｓｔｅｎｕｎｇｓｕｎｄ，瑞典 １．５～２．３ ［３９］
１９９８ 长江，中国 ０．６ ［３９］

沉积物 ／ （ｎｇ ／ ｇ） ２０１６ 澧水，中国 ＮＤ～２．６ 本研究

２０１６ 藕池河，中国 ０．１６～８．１３ 本研究

２０１６ 沱江，中国 ＮＤ～３．８３ 本研究

２０１２ Ｌａｋｅ Ｍａｎｚａｌａ，埃及 ０．０２～０．５０ ［４０］
２０１２ Ｌａｋｅ Ｍａｒｙｕ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埃及 ＮＤ～１．０２ ［４１］
２００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Ｈａｒｂｏｕｒ，埃及 ≤ ０．２５ ［４２］
２０００ 黄海，中国 ＮＤ～０．０４ ［４３］
２０００ Ｓｔｅｎｕｎｇｓｕｎｄ，瑞典 ＮＤ～１．６ ［３９］
１９９９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Ｒｉｖｅｒ，美国 ≤ ７．４ ［４４］
１９９８ 长江，中国 ＜１ ［４４］

ＮＤ 指在检出限以下．

由于国内外关于 ＣＡｓ 毒性研究主要集中于 ＰＣＡ，而 ＰＣＡ 也是 ＣＡｓ 中毒性最强、环境风险最大的物质，
因此仅讨论 ＰＣＡ 的生态风险． 鱼类的 ＰＣＡ 急性半数致死浓度（ＬＣ５０）为 ６５０ μｇ ／ Ｌ ～ １．２ ｍｇ ／ Ｌ，无脊椎动物

ＰＣＡ 的 ＬＣ５０为 １０～２７ μｇ ／ Ｌ［３］ ． 而对于斑马鱼（Ｄａｎｉｏ ｒｅｒｉｏ）幼体，在受精后 ９６ ｈ 暴露下 ＬＣ５０为 ２１．８ μｇ ／ Ｌ，并
且观察到了亚致死作用，引起发育畸形、出血或影响心脏功能，说明 ＰＣＡ 具有一定的发育毒性［４５］ ． 本研究区

各点位表层水的 ＰＣＡ 浓度为 ０．１８ ～ ９．６３ μｇ ／ Ｌ，大部分点位低于上述浓度，仅一个点位接近无脊椎动物的

ＬＣ５０下限，因此目前来看，研究区 ＰＣＡ 对水生生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也可能影响其生殖与发育． ＰＣＡ
对于陆生生物也具有一定的毒性，小鼠（ｍｉｃｅ）口服 ＰＣＡ 的 ＬＣ５０为 ３１８～ ３３１ ｍｇ ／ ｋｇ，大鼠（ ｒａｔ）口服 ＰＣＡ 的

ＬＣ５０≥ ５００ ｍｇ ／ ｋｇ［４６］ ． ＰＣＡ 与雄性大鼠良性嗜铬细胞瘤（肾上腺肿瘤）发病率和雄性小鼠良性嗜铬细胞瘤

（肾上腺肿瘤）和血管肉瘤（急速扩张性肝癌）发病率呈相关性［３］ ． 从慢性角度来看，ＰＣＡ 属于环境内分泌干

扰物，可能会作用于内分泌系统，从而导致肝中毒、致癌，具有免疫毒性、生殖毒性和神经毒性［３］ ．
ＰＣＡ 溶于水，在土壤以及沉淀物中不具备移动性或移动性较低，已有实验室条件下研究发现 ＰＣＡ 会从

水中挥发，但不会从土壤中挥发［２］ ．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在空气中监测到了 ＰＣＡ 以及其他持久性有机物（常
见的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六氯丁二烯、六氯环己烷等） ［２］ ． ＰＣＡ 和 ＰＣＰ 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关系，二者还可

能与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互作用产生毒性（如六氯苯、林丹及其异构体和全氟辛烷磺酸等），不能排除

ＰＣＡ 与其他持久性有机物对人体造成叠加危害的可能［３，４７］ ． 尽管有研究指出 ＰＣＡ 不会在人体内进行生物累

积，因为它会迅速代谢（脱甲基）为 ＰＣＰ，然后经代谢排出体外［３］ ，但 ＰＣＡ 经过环境迁移后很可能会通过大

气或水体进入人体，就目前人体中检测到的 ＰＣＡ 浓度，不能排除其毒性会使人体产生相关的不良反应［３］ ．
因此，ＰＣ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３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测定洞庭湖疫区澧水、藕池河和沱江 ３ 条支流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并分析了研

究区 ＣＡｓ 的分布特征和生态风险，研究表明：（１）澧水、藕池河和沱江表层水中总 ＣＡｓ 体现出不同水平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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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程度，污染程度为澧水＞藕池河＞沱江；就沉积物中总 ＣＡｓ 浓度而言，３ 支流处于相同污染水平． 研究区

ＣＡｓ 污染的主要表现为表层水的污染，水体是污染物的主要赋存介质． （２）澧水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污

染物以高氯取代 ＣＡｓ（ＴＣＡ、ＴｅＣＡ 和 ＰＣＡ）为主，分别占 ７３．７５％和 ６８．８９％ ；藕池河表层水中的低氯取代 ＣＡｓ
占比较高（４８．５９％ ），而沉积物中以高氯取代 ＣＡｓ 为主（９３．３８％ ）；沱江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 ＣＡｓ 污染物均以

ＣＡ 为主，分别占 ２８．２６％和 ７５．５６％ ． （３）空间分布上，从上游到下游澧水和藕池河的表层水中 ＣＡｓ 呈现波动

下降的趋势；澧水沉积物中 ＣＡｓ 呈上升趋势，藕池河沉积物中 ＣＡｓ 无明显变化趋势；沱江表层水和沉积物中

ＣＡ 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他 ＣＡｓ 有波动但无明显变化趋势． （４）本研究区水中的 ＰＣＡ 浓度对水生生物不会造

成太大的影响，但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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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２０１７， ７（３）： ３５７⁃３６５．］
［ ２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ＮＥＰ） ｅｄ．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ＰＣ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１２．
［ ３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ＮＥ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ｎｉｎ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ｎ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ａｌｔ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ｅｒｓ． Ｒｏｍ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
ｌｕｔａｎ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０１３．

［ ４ ］ 　 Ｄｕｏｄｕ ＧＯ， Ｇｏｏｎｅｔｉｌｌｅｋｅ Ａ， Ａｙｏｋｏ Ｇ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Ｒｉｖ⁃
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２１９： １０７７⁃１０９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ｎｖｐｏｌ．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８．

［ ５ ］ 　 Ｌｏｒｅｎｔｚｅｎ ＪＣ， Ｊｕｒａｎ ＳＡ，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Ｍ ｅｔ 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ｍａ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ｍｏｌｄ ｏｄ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ｏ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２０１６， ２６（２）： ２０７⁃２１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ｉｎａ．１２２０７．

［ ６ ］ 　 Ｌｉｕ ＤＨ， Ｔａｏ ＹＱ， Ｚｈｏｕ ＷＺ．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ｋ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８， ３０（３）： ５８１⁃５９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刘东红，陶玉强，周文佐．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在中国湖泊生物中分布与富集的研究进展．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８， ３０（３）： ５８１⁃５９６．］
［ ７ ］ 　 Ｊｉａｎｇ Ｘ，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Ｄ，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ＫＷ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ＰＣＯＣ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ｏｌ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ｓ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０， ４１（６）： ９０１⁃９０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０４５⁃６５３５（９９）００４３５⁃Ｘ．
［ ８ ］　 Ｋｙｌｉｎ Ｈ，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Ｔ， Ｊｅｎｓｅｎ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ａｎｄ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ｉｎ ｐｉｎｅ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２２９： ６８８⁃６９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ｎｖｐ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０１０．
［ ９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 ＵＳ ＥＰＡ ）．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
［１０］ 　 Ｗｕ ＺＹ， Ｚｈａｏ ＧＦ， Ｚｈｏｕ ＨＤ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３３（５）： 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２７ ／ ｊ．ｈｊｋｘ．２０１２．０５．０４５． ［吴正勇， 赵高

峰， 周怀东等． 典型血吸虫病疫区表层水中酚类化合物的污染特征及潜在风险．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２， ３３（ ５）：
１６８２⁃１６８６．］

［１１］ 　 Ｃｏｑｕｅ ＪＪＲ， Ａｌｖａｒｅｚ⁃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ＭＬ， Ｌａｒｒｉｂａ 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Ｏ⁃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ｉ⁃
ｃｈｏｄｅｒｍ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ｕｍ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ｒｋ ｔａｉ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ｅｓ．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６９（９）： ５０８９⁃５０９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２８ ／ ａｅｍ．６９．９．５０８９⁃５０９５．２００３．

［１２］ 　 Ｍｕｒｔｈｙ ＮＢＫ，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ＤＤ， Ｆｒｉｅｓ Ｇ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ＰＣＰ） ｉｎ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ｓｏｉ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ｒｔ Ｂ， １９７９， １４（１）： １⁃１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３６０１２３７９０９３７２１１０．

［１３］ 　 Ｐｉｚａｒｒｏ Ｃ， Ｐéｒｅｚ⁃Ｄｅｌ⁃Ｎｏｔａｒｉｏ Ｎ， Ｓáｅｎｚ⁃Ｍａｔｅｏ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ｏｒｔｅｘ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ｌ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ｌｏ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ｎ ｗｉｎｅｓ． Ｔａｌａｎｔａ， ２０１４， １２８： １⁃８． ＤＯＩ： ０．
１０１６ ／ ｊ．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

［１４］　 Ｇｉａｃｏｓａ 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ｉ Ｍ， Ｔｏｒｃｈｉｏ Ｆ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ｉｎｅ．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９， １２０： ２３５⁃２４３． ＤＯＩ： ０．１０１６ ／ ｊ．ｆｏｏｄｒｅｓ．２０１９．０２．０３４．

［１５］ 　 Ｃａｒａｓｅｋ Ｅ， Ｃｕｄｊｏｅ Ｅ， Ｐａｗｌｉｓｚｙｎ Ｊ．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ｋ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ｃｏｏｌｅｄ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８ （ １ ／ ２）： １０⁃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ｈｒｏｍａ．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２．



６５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１６］　 Ｌｉ 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Ｊ， Ｃｈｅｎ 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ｓ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ｄｏｒ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０（２）： ５８３⁃５８８． ［李勇， 张晓健， 陈超． 我国饮用水中嗅味问题及其研究进展． 环境科

学， ２００９， ３０（２）： ５８３⁃５８８． ］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ＫＪ， Ｚｈｏｕ ＸＹ， Ｚｈａｎｇ ＴＱ ｅｔ 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ｙ ｏｄｏ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Ｃｈｌｏｒｏ⁃

ａｎｉｓｏ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６， １６３： ３６６⁃３７２． ＤＯＩ： 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６．０８．０５１．
［１８］ 　 Ｂａｉ ＸＺ， Ｑｕ ＺＰ， Ｌｉ Ｂ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ｏｄｏ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 ４， ６⁃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

ｓｏｌｅ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２２８（８）： ２９６． ＤＯＩ： 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２７０⁃０１７⁃
３４７４⁃６．

［１９］ 　 Ｓｃｈｒｅｉｔｍｕｅｌｌｅｒ Ｊ， Ｂａｌｌｓｃｈｍｉｔｅｒ Ｋ． Ａｉｒ⁃ｗａｔｅｒ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ｈｅｘａｃｈｌｏｒｏ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ｅ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 ２９（１）： ２０７⁃２１５． ＤＯＩ： ０．１０２１ ／ ｅｓ００００１ａ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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